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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旅游生态效率相关文献的梳理，从内涵维度、测度方法、时空格局演化、影响因素、

提升策略等方面归纳了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主要议题。综合来看，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对象逐

步延伸，研究的本土化特征明显，研究内容转向多元主题，研究方法实证取向鲜明。结合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趋势

和热点，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多要素集成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地理时空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驱动机

制的系统阐释等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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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9 年全球国际旅游总收入达到1.78万亿美元，较 1950年的 21亿美元增长了近 847 倍；全球旅游

人数 13.71 亿人次，较 1950年的 0.25 亿人次增长了近 55倍。但旅游活动大规模开展造成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破坏等负面

作用逐渐显现，对气候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呈现全方位、立体式的蔓延态势[1]。如何在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对

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可持续旅游研究的焦点问题，旅游生态效率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旅游生态效率所关注的方

向是旅游、生态和效率相融合，不仅考虑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还衡量了旅游经济产出的重要性，这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本质不谋而合。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业增长质量、绿色转型、生态经济管理体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动力和关键。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低碳旅游、绿色旅游等旅游业态相继出现，推动

了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进程。旅游生态效率不但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而且推进旅游业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旅游业新格局。旅游生态效率是实施生态文明战略、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撑，开展旅游生态

效率研究对旅游业发展和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及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根据国内

外相关研究聚焦的旅游生态效率内涵维度、测度方法、时空格局演化、影响因素、提升策略等领域进行综述和评价，指出未来研

究方向，以期为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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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生态效率的内涵维度 

Gössling、Peeters、Ceron等通过对旅游业环境影响与经济效益的交互分析，提出了旅游生态效率概念
[2]
。围绕旅游业环境

影响和非持续性发展的争论，学术界对旅游生态效率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不同学者从旅游产业特征、结构、服务价值等维度阐释

了旅游生态效率的本质内涵。旅游生态效率常被描述为旅游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变量，对旅游企业意味着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上

的变化，对旅游目的地则意味着旅游产业投入与经济环境的变化[3]。具体来说，就是在旅游经济产出或服务价值增加的同时，降

低旅游过程中的碳排放[4]。这一思想将旅游生态效率看作一种科学的现代旅游业发展模式，尽管低估了旅游生态效率的价值，但

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旅游生态效率的本质是平衡旅游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关系的哲学。因此，平衡性或协调性应是旅游生态效

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蒋素梅和幸岭指出，生态资源满足旅游需要

的效率即为旅游生态效率
[5]
，即旅游业的生态负荷程度，将旅游生态效率纳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范畴。该定义强调对旅游经

济活动中资源的高效利用，虽然对旅游环境影响关注不够，但是体现了学者对旅游社会责任的认同。囿于旅游业组成部门的综合

性，张哲把旅游生态效率分解为旅游交通、住宿、餐饮、活动和购物生态效率[6]。该定义将旅游生态效率局限在“狭义”的旅游

者生态效率，未涉及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支持的旅游相关行业的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的内涵不是简单的产业部门生态效率的

叠加，它是旅游者消费活动及旅游产业经营活动构成的旅游经济系统的生态效率。结合这一认知层面，依托旅游活动的空间载

体，刘佳、陆菊将旅游生态效率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区域旅游业提供的旅游产品价值与环境支出的比值
[7]
。 

总体而言，虽然当前对于旅游生态效率内涵的界定有所差异，但是学术界已经达成以下共识：(1)增加旅游产品和服务价值，

即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最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尽可能实现旅游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2)高效利用旅游能源资源，即

通过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并增加其利用效率，确保投入同等的资源和能源尽可能多地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3)降低旅游

活动的环境影响，即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减少旅游环境污染程度。 

2 旅游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 

旅游生态效率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提升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如何设计适当的方法使测度更加客观合理是研究的

热点。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和关联性，相关数据统计较为困难，不像农业[8]、工业[9]等统计科目数据健全，且既有文献中对旅游

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以价值—影响比值法为主[10]。近年来，随着技术的革新与发展，逐步转向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法。 

2.1 价值—影响比值法 

价值—影响比值法主要基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联合会（WBCSD）提出的生态效率思想：旅游生态效率=旅游业经济价值/旅

游环境影响。学者们一般将旅游业收入或者旅游业增加值作为旅游业经济价值指标，旅游业碳排放作为环境影响指标。旅游业碳

排放的估算侧重于以下 3 个方面：一是侧重从旅游企业生产（供给）角度自上而下的投入—产出分析。如，Perch-Nielsen、

Seasartic、Stucki 利用旅游卫星账户自上而下估算的旅游业碳排放量作为旅游业环境影响指标，结合旅游业增加值对瑞士旅游

生态效率进行测度[11]。二是侧重从旅游企业生产（供给）角度自下而上的清单分析。如，Gössling、刘军等[2,12]采用旅游业各部

门（旅游交通、住宿业和旅游活动）碳排放量加总得到的旅游业碳排放量作为旅游业环境影响指标，旅游业收入作为旅游业经济

价值指标，对落基山国家公园和中国进行了生态效率研究。三是侧重从旅游者消费需求角度自下而上的清单分析。如，Bruijn、

Driven、Eijgelaar 采用碳足迹模型估算的旅游业碳排放量作为旅游业环境影响指标，对荷兰旅游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13]。此外，

Victoria、John 结合旅游承载力理论发现，旅游生态足迹也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分析的有效工具
[14]
，可以作为旅游环境影

响的指标。如，章锦河和张捷以旅游生态足迹作为旅游业环境影响指标，测度了黄山市旅游生态效率[15]。 

通过对价值—影响比值法分子分母指标的选择，可以找出旅游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制约因素，有利于提出具有针对性

的改善措施，但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1)适用对象有限，对连续的、复杂的研究对象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2)没有将旅游业相

关要素投入纳入；(3)不能给出最优的比率集合，从而导致决策者缺乏选择上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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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体系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仅考虑旅游经济和环境指标不能够全面地表征旅游生态效率，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资源、经济、环境、社会

等角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测度旅游生态效率。如，王斌和臧一哲基于 PSR 模

型，运用熵权法构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生态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东省17个地市进行了实证分析[16]；马勇分别从自然、经

济和社会 3 个维度构造了旅游生态效率测度的投入要素指标和产出要素指标，在采用层次分析法赋权的基础上，借鉴 WBCSD 提

出的生态效率公式，计算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旅游生态效率[17]。 

尽管指标体系法对连续的、复杂的研究对象的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具有更大优势，但本身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缺陷和实际测

算中的不足：(1)衡量指标不宜过多，否则不易判断相对效率的大小和影响方式；(2)指标权重设定过程中包含了各子系统的最佳

方案，存在假设悖论，同时无法保证加权流程的合理性，难以克服人为主观因素影响。 

2.3 模型法 

鉴于价值—影响比值法和指标体系法的不足
[18]
，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主的模型法开始被广泛运用于旅游生态效率测

度，其基本思路是：从旅游“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系统出发，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借助DEA 和拓展模型测度旅游生态

效率。目前，国内外学者多选择旅游业碳排放作为旅游业环境产出指标。如，韩元军、吴普、林坦采用“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核

算的旅游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旅游营业收入和税金作为期望产出，基于 DEA模型评价了北京市、湖北省、海南省、山东

省和浙江省的旅游生态效率[19]；查建平将旅游业碳排放作为环境成本纳入投入指标，利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研究了 2005—2012

年中国省级低碳旅游发展的效率[20];SunY、HouG、HuangZ 等基于 SuperEBM 模型，以“旅游发展系数”（旅游总收入/国民生产总

值）换算而得旅游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以劳动力、资本和能源消费为资源投入，以旅游业总收入为期望产出，定量测度了

2008—2017年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 63个城市的旅游生态效率[21]。考虑到旅游环境业影响的多元性，仅考

虑旅游碳排放有失偏颇，彭红松、章锦河、韩娅等从全要素投入产出角度出发，以旅游废弃物（包括垃圾、污水和废气）为非期

望产出，通过 SBM模型对黄山风景区的旅游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22]；林文凯和林璧属将旅游业“三废”作为投入指标，旅游收入

与人次作为产出指标，运用超效率 DEA模型评价了2011—2016 年江西省的旅游生态效率[23]；狄乾斌、赵晓曼、王敏考虑到滨海

旅游业的特殊性，选取旅游污水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评价了我国东部沿海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生态效

率[24]。受限于 DEA模型中指标数量与决策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多种污染物在环境影响中的作用不同，近年来学者们多通过

指标赋权构建环境影响综合值作为非期望产出。如，卢飞构建了旅游业废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旅游业废水、旅游业生活

垃圾清运量综合值为非期望产出的旅游生态效率测度指标体系[25]。 

以上测算思路能够很好地测度静态旅游生态效率，但在长期分析中既不能研究技术的变化，也不能对旅游生态效率变化的

结构原因进行阐释。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刘佳、赵金金、于水仙采用 DEA-Malmquist 模型对 2001—2010年中国30个省份

的旅游创新效率进行了动态测度[26]；路小静、时明飞、邓志伟等采用 DEA-Malmquist 模型和 Luenberger 指数对长江经济带 2006—

2016 年间的旅游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与分解[27]。 

根据上述观察，模型法所需指标较少，对多投入、多产出研究对象的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具有更大优势。与此同时，指标无需

统一单位，避免了主观赋权争议，有利于保持原始信息完整，因此被广泛用于旅游生态效率测度，但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和数

据质量对测度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 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 

随着测度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国内外学者将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对象从旅游业相关部门、目的地逐步延伸到区域[28]。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进行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研究，以揭示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性及其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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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早期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旅游生态效率的测度结果，从空间维度上进行细部差异分析。如，张约翰、程莉等[29,30]分别将西宁

市和包头市的旅游生态效率与全球平均水平比较后发现，西宁与包头的旅游生态效率具有高效型特征；而肖建红、于爱芬、王敏

比较了舟山群岛、九寨沟、黄山景区和国外的旅游生态效率，得出舟山群岛旅游生态效率较优的结论
[31]
。然而，单纯地揭示区域

旅游生态效率的内部差异，并不能反映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与机制，更难以有效对旅游业差异化转型、缩小区域生态差

距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始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相结合，对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和规律进行研究。

如，方世敏和王海艳划分了张家界景区 2001—2015 年的旅游生态效率演进过程[32]；胡兰双基于 2005—2014 年旅游生态效率将

中国 30个省份归类为不同的地域类型，探究了不同地域类型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的原因[33]；王胜鹏、乔花芳、冯娟等利用核

密度估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发现，研究时段内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有所减小，极化现象逐渐凸显，空间分布方向性趋于

不明显[34]。整体而言，深入分析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态势有助于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旅游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依据。 

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属性”数据对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的表象刻画，缺少考虑“关系”数据深入探讨旅游生态

效率的空间关联。有学者开始尝试利用Getis-OrdGi*指数、Moran′sI 指数等建立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对其时空动态

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如，刘佳、陆菊在对中国 31 个省份旅游生态效率测度的基础上，通过 Getis-OrdGi*指数发现 2003—2012

年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热点区域范围缩小，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范围呈现扩大趋势 [7];QiuX、FangY、YangX 等采用局域

Moran′sI 指数对 1995—2014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旅游生态效率表现出明显的高高

集聚、低低集聚分散现象，前者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后者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部，高低集聚呈现出递减趋势，而低

低集聚表现出递增态势[35]；林文凯和林璧属运用全局 Moran′sI 指数和局域 Moran′sI 指数分析了 2011—2016年江西省旅游生

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指出该省旅游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特征，空间集聚性先增后减，局部空间关联性较弱[23]；程慧、

徐琼、赵梦亚借鉴修正的旅游生态效率空间网络模型对 2008—2017 年中国 31 省份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特征进行

分析，发现旅游生态效率整体网络结构关联强度不断上升，整体网络关联性结构趋于稳健，东部沿海省份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中心

位置，而东北和西北省份处于边缘位置
[41]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联动与溢出效应，为进一步探究驱

动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的机制奠定了基础[36]。 

4 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 

当前，国内外学者一般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旅游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一是集中于旅游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内部比较的

微观层面研究；二是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经典的 IPAT模型中的相关指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等对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的

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的宏观层面研究。 

微观层面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认为旅游者的消费模式、停留天数、旅行距离等是旅游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如，

Gössling、Peeters、Ceron等认为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旅游者的旅行距离和交通模式[2]；李鹏、杨桂华、

郑彪等指出，在香格里拉“八日游”系列产品中，决定生态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取决于交通、产品结构和能源类型[37]；谢文亭通

过对吉林省旅游生态效率的分析，提出其影响因素主要是旅游者停留天数、交通模式选择、消费能力等[38]。 

宏观层面认为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过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由于研究尺度、计量经济模型和影响因素选择的

不同，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学者们一般从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环境政策、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与旅游生态效率之

间的定量化关系。从产业结构看，由于旅游业各组成部门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同，导致各部门的旅游生态效率也会有所差别。

如，刘佳、陆菊构建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实证发现，旅游产业结构变化对旅游生态创新效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
[7]
；黄芳将旅游

业结构效应与旅游生态效率进行 VAR 检验后得出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冲击响应为正，4 期之后为负响应[39]；彭红松、

章锦河、韩娅等利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后发现，产业结构对旅游生态综合效率正影响显著，对纯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22]。从经济规模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环境外部性具有动态特征，对旅游生态效率影响方向是正负外部性博弈的结果[22]。

如，黄芳运用 VAR脉冲响应得出旅游经济规模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为正，两者之间呈现“倒 U”型关系[39]；王兆峰和霍菲菲指

出湖南武陵山片区经济规模结构在第十期对旅游生态效率正向影响最大，两者存在同步变化的趋势
[40]

。从环境政策看，有效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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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工具对实现旅游生态环境污染的减排和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如，刘佳、陆菊利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选择截面加权的方

式回归论证表明，旅游产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7]；彭红松、章锦河、韩娅等调查显

示，随着环境政策的实施，黄山风景区污水达标排放率从 1998 年的 50%增长到 2014 年的 100%，但由于末端治理方式的限制，

对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22]。从对外开放程度看，主要以“污染天堂假说”理论为基础。如，卢飞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了旅游业对外开放对我国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强对外开放程度并不能促进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更多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污染密集型外资引入较多，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业，对外资监管不力，从

而导致旅游生态效率值降低[25]；程慧、徐琼、郭尧琦等借助 QAP 分析，发现对外开放程度仅在个别年份对我国旅游生态效率正向

影响显著且影响力不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是把“双刃剑”[41]。 

5 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策略 

提高旅游生态效率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前期研究，为提出针对性节能减排、提质增

效、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措施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5.1 旅游业相关部门生态效率提升策略 

旅游景区生态效率提升策略方面，王淑新、何红、王忠锋提出将低碳理念贯穿于旅游景区运营的全过程，减少燃油机动车辆

进入景区，旺季期间将游客接待规模限制在环境承载力之内，而淡季期间调整旅游服务设施和项目，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作用
[4]；方世敏和王海艳认为，张家界景区生态效率提升需从非期望产出的来源入手，加强环境教育、减少环境污染，并根据景区旅

游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丰富产品结构，同时加强旅游基础设施提质改造[32]；彭红松、章锦河、韩娅等针

对山岳型景区不同的发展阶段，指出资源投入结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旅游经济产出与环境影响效应的不同，在

发展的成熟阶段，应摒弃要素规模驱动的粗放发展模式，积极转向改善技术和资源配置能力，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和效率的精细化

可持续发展模式[22]；杨任超对提升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效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降低餐饮和交通的碳足迹排放，二是在

不同时间段安排环保宣传趣味活动，三是在环境建设中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42]。 

酒店生态效率提升策略方面，张哲认为非星级酒店应加强服务质量与信誉，将生态化经营理念融入酒店日常经营管理之中，

降低能源消耗[6]；胡驰以武汉市五星级酒店为例，提出规模收益处于递增阶段的酒店应适当扩大营业规模，而规模收益处于递减

阶段的酒店则应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角度入手提高生态效率[43]。 

5.2 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提升规划与措施 

Lee 提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强调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措施在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

要作用，这一措施可以作为“预防”理念融入旅游生态效率提升中[44]；马勇和刘军认为处于需求侧的旅游者必须树立起低碳旅

游消费的理念，才能倒逼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低碳旅游产品服务于旅游者，从而推动旅游业绿色发展[3]。 

从旅游生态效率提升规划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在旅游用地规划方面，Inskeep指出应发挥经济杠杆工具的调节功能，如征

收旅游开发的环境税、对住房建筑节能项目给予补贴等[45];Quilici 探讨了自然环境脆弱的葡萄牙桑托港旅游度假区的设计原则，

认为通过创新设计来减少能源与建筑材料消耗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更为适合，从而创造生态和经济社会友好的环境来满足当地居

民和游客的需求[46]。在旅游产品和项目的设计方面，低碳理念、低碳技术、多元化的产品体系等都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如，Suh、

Lee、Ha以韩国中小旅游企业提升生态效率为例，认为应将新兴低碳类旅游项目置于优先发展地位[47]；蒋素梅和幸岭从旅游产品

生命周期思想出发，考虑将低碳理念、低碳技术融入旅游产品从设计、生产、消费、收集、处置/循环利用的全过程，以及旅游

产品规划、开发与管理经营的全过程[5]；在旅游交通规划方面，学者们研究的重心聚焦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缓解交通基础设施压

力、优化公共交通系统等问题上，如设立景区道路汽车禁行区域
[48]
、建立多模式复合交通服务体系等措施等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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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生态效率提升规划实施保障来看，马勇和刘军从树立旅游业绿色发展发展理念、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各级旅游卫星账

户体系等方面明确了我国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提升旅游生态效率措施中的相应职责[3]；朱梅和汪德根就旅游生态效率优化过

程中的旅游者环境参与机制进行了探讨，包括环境行为驱动、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利益的表达机制
[50]
。 

5.3 缩小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对策 

既有研究已经证实旅游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针对空间差异明确改进方向，实现区域旅游业协调发展成为研

究的重要领域。刘佳和陆菊指出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相关举措：通过旅游创新技术发展绿色循环旅游经济，旅游

产业结构朝着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调整，淘汰污染型旅游企业，东部地区给予中西部地区技术、人才、政策方面的倾斜[7]；林文

凯和林璧属针对江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提出通过区域旅游战略合作，延长旅游产业链并加强各地区旅游产业关联，与

此同时，江西省各级政府应转变旅游业考评机制，以绿色化绩效考核倒逼旅游生态效率较低的地区主动寻求转变[23]；程慧、徐

琼、郭尧琦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入手，指出我国旅游生态效率提升和空间协作增强的政策建议：我国各省份应优化自身旅游产业

结构，为旅游生态效率空间“纽带”的建设打实基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对旅游生态资源与信息技术等控制能力强，

应体现出“桥梁”的关键媒介作用[41]。 

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区域，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路小静、时明飞、邓志

伟等基于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不均衡和收敛趋势分析，指出应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流域视野，建立多维度旅游合作

与协调机制，强化周边省市作为增长极和中转枢纽的重要作用，促进旅游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扩散影响[27]；王兆峰和刘庆芳则强

调应从合作共赢角度破除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制定全流域生态旅游保护条例，破除行政区划对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旅游生态效

率提升的约束[51]。 

6 述评与展望 

6.1 述评 

在旅游研究中，旅游生态效率一直备受关注，从初始的内涵维度阐释，到测度方法转向、时空格局演化、影响因素分析和提

升策略探索等一批成果丰富的子领域，在多个研究热点和分支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旅游生态效率研究主要呈现

出以下特点：(1)从研究对象看，国内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对象从旅游业各部门、目的地逐步延伸到区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区

域视角对旅游生态效率展开研究。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武陵山片区等是研究的热点区域，研究尺度也有进一步

细化的趋势。(2)从研究特色看，中西方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国外学者在对旅游生态

效率研究时侧重于分析微观个体的旅游生态效率，更多地尝试应用于目的地的管理过程，清洁生产、经济杠杆等都是旅游生态效

率重要的优化措施；我国的研究则紧紧追随旅游业规划政策的演进，直接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现实进程，突出区域

旅游业协调与优质发展。(3)从研究内容看，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主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现有研究呈现出从旅游生态效率测度

转向不同尺度区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从微观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宏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的研究趋势。

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中的俱乐部趋同、关联网络结构、集聚特征、分布形态等成为学者们研究较多的主题。产业结构、经济规

模、环境政策、对外开放程度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也逐渐走进学者们的视野。此外，生态效率视角下旅游业生态福利[52]、

价值诉求、旅游者参与困境[50]等也是对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研究积极响应。(4)从研究方法看，旅游生态效率研究

的实证取向愈发鲜明。目前，学界测度旅游生态效率的方法已从价值—环境影响法逐步扩展到 DEA 及其改进模型方法。与此同

时，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呈现出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征，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和分析，逐渐发展到实地调查、数理与计量经济模型分

析、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应用的实证研究。 

6.2 展望 



 

 7 

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旅游生态效率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未来旅游生态效

率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领域：(1)多要素集成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长期以来，在旅游生态效率测度过程中，如碳排放因子

等关键参数必须引用国外研究成果，但国内外旅游业发展条件并不相同，个别采用“旅游消费剥离系数”与“旅游发展系数”

的研究被认为过于粗略，政策意义不明显[53]。另外，由于缺乏微观数据基础，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旅游活

动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现有旅游生态效率测度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研究有必要借鉴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旅游生态

系统理论，融合海量的多源数据，从更广的范围来客观精确地选择资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同时，指标体系如何

适用于不同研究尺度、模型算法的可重复性等问题尚待深入研究。(2)地理时空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囿于旅游生态效率研究主

要依托行政区域统计数据，分析视角立足于省域、市域尺度，导致区域内部的空间异质性、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等方面无法清晰

体现，且时间序列分析时往往以年为跨度单位，缺乏精细刻画旅游生态效率连续时间序列演化特征的能力。此外，在采用 ArcGIS空

间方法进行时空分析时往往从空间差异、集聚或扩散的某一方面特征入手，未能有效体现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的整体性和动

态性特征。未来研究要充分挖掘政府、互联网、企业、个人的地理时空大数据，利用地理时空大数据时空粒度、广度、密度的特

点[5]，从微观到宏观诸多尺度考察旅游生态效率的分布规则与时空分布特征，为研究其细部特征和规律提供可能。同时，综合运

用空间统计工具与方法，如核密度估计、趋势面分析、Theil指数、Getis-OrdGi
*指数、Moran′sI 指数、社会网络分析法、Markov

链、重心—标准差椭圆等全方位、多元精细地表现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和生态状况的时空演化特征。(3)驱动机制的系统阐释。影

响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的因素众多，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依靠理论的逻辑推演和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为主的实证

分析，人文社会环境因素未得到充分关注，较少从多学科交叉角度研究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和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从而导

致提出的策略缺乏针对性。未来研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旅游生态效率的驱动机制，在多学科协同攻关基础上，

综合阐释驱动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厘清驱动因素的影响维度

和作用机理，总结其综合驱动模式。同时，对于驱动机制分析中有所涉及但无法量化因素的作用，借助仿真分析或人工智能等手

段嵌入机制分析，模拟内外部因素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响应机制，进一步深化驱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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